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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一 

内容提要 ：在 外部环境 相对稳定 ，且 内部 战略相 对理 性的 情况下 ，为 什 

么一个 高速 崛起 的大 国会 突然偏离原 有的理性 战略而去追 求新生的孤 立战略 

目标?文章认为，这种战略偏离源于 自我身份重构过程 中产生的身份压力， 

而身份压力则来 自于对 自我身份 的不恰 当重构 。这是 一种 内生观念 性崛起 困 

境。通过对三国时期蜀汉与江东两大集团崛起过程的比较研究，文章验证 了 

关于 内生观念性 困境 的两种假设 ：(1) 自我身份重构 所产 生的身份 压力 区间 

与对原理性战略 的偏 离程度之 间存在 因果 关系； (2)在大 国因实力上升 而进 

行的自我身份重构中，越倾向于认为 “我外皆敌”，越容易发生对原理性战略 

的偏 离，追求新生 的孤立 战略 目标 ，进 而造成 实力 的无谓 消耗 ；越倾 向于 认 

为 “我外皆人”，则越容易坚持原理性战略，抵制新生孤立战略目标的战略诱 

惑 ，从而 实现持 续 崛起。 因此，所谓 “蜀 汉 困境” 是指 大 国因 “我 外 皆敌 ” 

的 自我身份重构产生 巨大身 份压 力，在战 略诱 惑下偏 离原理 性 战略，进 而 导 

致战略失控，甚至崛起势头的丧失。最后，文章就此探讨 了中国在高速崛起 

过程 中的 自我身份重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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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崛起大 国的 “蜀汉 困境”与 自我身份重构 口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 中，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崛起 困境 。根据压力来源方向 

的不 同，困境可以被分 为外来 困境和 内生 困境；根据压力作 用对象 的不 同， 

困境可以被分为物质性困境和观念性困境。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高速崛 

起的大国至少有可能面对 四种 困境——外来物质性 困境 ，外来观念性 困境 ， 

内生物质性困境 ，以及 内生观念性困境 。目前 ，学界对于前三种困境的研究 

相对充分 ，而对于第四种困境的关注则相对匮乏 。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 ，且 

内部战略相对理性的情况下 (前三种困境的成因没有出现)，为什么一个高 

速崛起的大国会突然偏离 原来 的理性 战略而去追求新 生的孤立战略 目标?① 

须知这种战略盲动很有可能致使其实力迅速损耗殆尽，甚至丧失崛起势头。 

国家在此情况下会出现哪种或哪些 自我身份建构 (即第 四种困境 的可能性成 

因)? 自我身份建构与战略偏离之间是否存 在因果关 系?这是本文所要讨论 

的主要问题。 

大国崛起困境的研究现状 

大国崛起困境存在一个动态区间，按照严重程度的不 同，区间的一端是 

(软硬)实力受损 ，另一端是 (崛起)态势丧失 ，中间则是从实力损失到态 

势损失的过程 。目前 ，国内外学界对于大 国崛起 困境的认知基本处于上述 区 

间之 内。相对而言 ，本文更为关注大国崛起 困境 的具体成 因、具体表现和相 

关作用机制 。 

表 1 学界关于大 国崛起 战略困境 的研 究现状 

战略困境分类 困境成因 困境表现 承载研究问题 

外来物质性 困境 结构／霸权国制衡 战争威胁 结构作用问题 

外来观念性困境 权利／认可缺失 拒绝关系 崛起国合法化问题 

内生物质性困境 战略资源过度投放 消耗过巨 战略透支问题 

内生观念性困境 自我身份的极端化建构 (待定) 战略盲动 理性战略偏离问题 

(一)对于外来物质性困境的研究：现实主义的战争威胁 

现实主义开辟的关于物质性结构作用的研究传统对于解释崛起大国面临 

① 本文中所称的孤立战略目标，是指不从属于任何整体战略规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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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风险始终保持着巨大优势。肯尼思 ·华尔兹 (Kenneth N．Waltz)在 

潜意识 中对于大 国的高速崛起存在价值上和策略上 的双重抗拒心态 ，他认 

为，即使站在大 国自身的立场上 ，过分膨胀 的权力也会招致 国际结构 的制 

衡 ，因为结构本身具有强大的 “均势趋势”。① 在 “无政府状态 相似功能一 

权力大小”的简洁模型中 ，他甚至悲观地认 为， “我们不能希望强大的行为 

体会奉行恰好正确的政策 ，而只能希望它们不会全部做错”。② 进攻性现实主 

义的开创者约翰 ·米尔斯海默 (John J．Mearsheimer)则将 “困境”进一步 

演化为 “悲剧”，他在华尔兹的基础上对 国际关 系的现实进行 了更深一步的 

破题，尽管他 同样认为 “结构因素如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等是解释 国际政 

治的最关键 部分”，④ 但是 ，在增 加 了 “国家永远无 法得知其 他 国家 的意 

图”④ 这一假定之后 ，国际结构 便成为 了进 攻意 图与进攻能力共 同组成 的 

“黑暗森林体系”，高速崛起的大国面临的是来 自外部结构的 “每一个人反对 

每一个人的战争”，注定会陷入争霸消耗的轮回。在这两种理论 中，物质性 

压力均来 自外部结构。 

对于现实主义经典理论形成有益补充且具有代表性 的中观理论来 自权力 

转移理论和威胁制衡理论 ，前者代表了霸权制衡的点状视角，后者代表了制 

衡对象的面状视野 。奥根斯基 (A．F．K Organski)的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 ， 

与霸主国实力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 崛起国选择武力方式挑战霸主国的 

根源 。按照权力转移理论 的基本逻辑，崛起大国通常会对现有 的国际秩序不 

满 ，主导大国则会努力维持现有秩序以确保既得利益”，⑤ 这种结构性矛盾发 

生在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特别是当大国问权力的再分配出现 ‘持平’趋 

势时 ，战争爆发的可能是最高的”。⑥ 从本质上讲 ，他关注的仍然是崛起大 国 

面临的来 自外部的物质性压力 ，只不过尤其突出强调了霸权 国这一变量。斯 

蒂芬 ·沃尔特 (Stephen Walt)则集 中研究了威胁的构成要素，比如综合实 

力、地理毗邻性 、进攻能力以及进攻意图，但这些都是针对威胁释放者 (比 

① 肯尼思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 70页。 

② 同上，第 278页。 

③ 约翰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0页。 

④ 同上 ，第 3页。 

⑤ 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载 《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 3期，第 2页。 

⑥ 朱锋 ：《“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载 《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 3期 ，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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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速崛起的大国)而言的分析，释放威胁 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他 国结盟所造 

成的自身的权力劣势。① 因此，沃尔特所探讨的结盟问题在本质上仍然是外 

部力量 (因多样性原因)对国家造成物质性困境的问题。 

这些中观理论又被一些学者进行了发展和演绎 。比如 ，阎学通的 “道义 

现实主义理论”将 “权力”拆分为 “影响力”和 “实力”，并对物质实力所 

产生的影响力部分进行了演绎；②孙学峰的 “战略困境缓解说”认为，崛起 

国需要将安全压力保持在其能承受的范围之内；③ 罗伯特 ·吉尔平 (Robert 

Gilpin)的 “霸权更替说”认为，权力结构的上位者都存在着先发制人的冲 

动，争夺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④乔治 ·莫德尔斯基 (George Modelski)的 

“历史长波理论”提 出，霸权 国的更 替与全球 霸权 战争都具 有一定 的周期 

性；⑨伊芙 ·恒林 (Yves-Heng Lim)的 “中国不满论”更是直接把中国描 

述成一个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军事威胁 ，认 为世界和平前途暗淡 。⑥ 另外 ，道 

格拉斯 ·莱姆基 (Douglas Lemke)与苏珊娜 ·沃娜 (Suzanne Werner)对 

权力转移分层的预测，⑦ 罗伯特 ·杰维斯 (Robert Jervis)对威慑理论与螺 

旋模式中对手意向的解读，⑧罗伯特 ·卡普兰 (Robert D．Kaplan)对中国地 

缘政治危机的分析，⑨ 以及拉扬 ·梅农 (Rajan Menon)对增长速率差异化 

的担忧⑩等，都属于在物质结构作用或攻守二元框架下进行的外来物质性困 

① 斯蒂芬 ·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6～25页。 

②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 《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 5期，第 107～ 

1O8页 。 

③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O页。 

④ 罗伯特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32页 。 

⑤ George Modele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1．20，No．2，1978，PP．214—235． 

⑥ Yves—Heng Lim ， “How (dis) Satisfied is China?A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1．24，No．92，2015，PP．296—297． 

⑦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 erner，“Power Parity，Commitment to Chang， and W ar”， 

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Vo1．40，No．2，1996，PP．238—241． 

⑧ 罗伯特 ·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58～109页 

⑨ 罗伯特 ·n 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 

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07~227页。 

⑩ 参见 Rajan Menon，“Asia’s New Balance of Power”，The National Interests，Issue 146， 

Nov．／Dec．2016，PP．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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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研究，这种研究深具古典意味，是大国崛起困境研究 的坚实基础，强调生 

存永远是第一要务 。“在战争与和平 的框架下，两种对 战争 的治理主张最具 

代表性：一种是 ‘以战争结束战争’的军事治理；一种是建立国际秩序的政 

治治理。”① 面对外来物质性困境 ，西方学者普遍倾向于军事治理。 

(二 )对于外来观念性困境的研究 ：改变秩序者的合法化障碍 

大国崛起不仅意味着物质实力的快速上升 ，更重要 的是要被国际社会所 

接受和承认 ，于是其观念性困境往往与物质性困境 同步或稍后 出现。对新成 

员或新霸主身份的接受和认可集中表现为崛起大国的合法性获取 ，因此 ，承 

载这一困境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崛起大国的合法化问题 。从崛起 困境 的产生和 

消除的角度讲 ，至少涉及三个子问题：第一，什么是国际关 系中的合法性? 

第二，合法性的来源有哪些?第三，如何获取合法性认可? 

阿里夫 ·德里克 (Arif Dirtik)认为，中国崛起的合法性风险事出多元， 

不仅包括对于已经稳定的 “美 国秩序”的挑战，更在于其崛起能否给世界带 

来 “在旧秩序被破坏后新秩序可以被建立”的预期。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带有文化输出意识 、以金钱收益为主要外交 目的，他在 

表示悲观的同时提醒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类崛起 国保持 

高度警惕 。② 这就将 中国崛起 的主要问题从物质性的战争风险导 向了观念性 

的人心向背。他暗示了合法性的秩序属性，认为崛起国的合法性取决于它能 

否为世界建立新的良性秩序 ，其崛起过程中的表现则使其他国家对其建立新 

秩序的能力产生 了预期 ，崛起合法性的获取过程就是对于这种预期 的影 响 

过程 。 

伊万斯 ·梅德罗斯 (Evans Medeiros)将崛起 国的合法性归结 于其言行 

一 致的程度，即国家战略是否体现 了对外宣称的战略 目标 。基于这种认识他 

指出，中国崛起的合法性问题非常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宣称其对外战略目标 

是 “营造一个和平环境 ，使 中国能够更好地 维护和平 ，促进 发展 ，开展合 

作”；⑧ 但是中国对内始终牢记 “百年国耻”等理念 ，对外积极重塑美 国制定 

① 朱成山、赵德兴 ：《和平学概论》，南京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72页。 

② Arif Dirtik，“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End of the W orld as W e Know It”，Amerit“月 

Ouarterly，Vo1．69，Sep．2017，PP．534—540． 

③ Evans Medeiros，“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ctivism，()pportunism，and Diversification”， 

RAND Corporation， 2009， p-2． 

一 一 34 一一 



高速崛起大国的 “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 口 

的各种地区和全球规则，这就使得其身之所行与口之所宣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脱节，造成了崛起中的合法性困境。① 因此，他认为，中国应该把注意力更 

多地转移到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上，真正融人国际社会，而非过多地强调历 

史与威胁。② 

尽管这两位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崛起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但是他们对于 

崛起过程的关注符合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从产生到稳定的规律，认为崛起国的 

外来困境主要集中在这个阶段。相比之下，国内学者更加关注的是国家崛起 

后的效果，这对于前者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周方银别 出心裁地关注了已经成长为霸权 国的国家 (比如春秋时期 的齐 

国)及其合法性防御问题，他从霸权国 (或随后成为霸权国的崛起国)的角 

度出发，探讨了松散的等级体系中大国的合法化战略。首先，他把合法性定 

义为 “第一大国的政治地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在体系内发号施令的权利”。③ 

这一定义本身就暗示了国际体系对于这种不对等权利有可能产生抵触，尤其 

对于崛起大国而言，获得实力优势只意味着存在崛起的前提，而守住合法性 

才意味着崛起的大功告成。其次，他认为合法性的来源主要包括道义制高 

点、对体系的稳定作用，以及对其他大国的威慑。最后，他提出的霸主合法 

化战略为 以 “尊王”抢 占道义制高点 ，以释放稳定信 号安抚其他体 系成员 ， 

以道义和实力的双重优势威慑有挑战意图的大 国。④ 在这三种策略的推进下 ， 

“霸主获得的权威 和具 有合法性地 位，会在诸 侯 中产 生一种 服从 霸主的义 

务”。⑨ 这同样说明 ，如果崛起 国 (尤其是在已经崛起为霸权 国的情况下)只 

迷信实力而不使体系内的成员对新霸主产生身份认可，则有可能使崛起戏剧 

性地 “中断”于 “完成”之后。 

杨原和孙学峰对合法性的定义有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大国合法性的 

根本问题是 “除了暴力强制手段 之外 ，如何 能够获得和维 系统 治地位和权 

威?”换言之 ，合法性的形成 和实践是 同一个过程—— “合法性就是对统治 

① Evans Medeiros，“China 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pP．10—11． 

② Ibid．，PP．15—16． 

③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 “尊王”争霸战略分析》，载 《世界 

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 6期，第 11页。 

④ 同上 ，第 11～12页。 

⑤ 同上，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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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认可”。①这一定义将视角移至了周方银对于合法性定义的前一阶段： 

“认可”发生于 “权利”之前。在此基础上 ，他们具体 而全面地梳理 了英国 

学派 、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国际关 系理论 对于合 法性 的来 源与分类的研 

究，并指出建构主义颇具代表性，它发现 “具有合法性的国际规范和观念对 

国内政治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力”。②这是对外来观念性压力的经典描述。 

但是 ，他们同时承认 ，“多年来 国际关系学对合法性 的关注和研究不是特别 

充分”。③ 尽管如此 ，只要还是在合法性的研究框架内对崛起 国的认可和制衡 

问题进行探讨 ，就没有超出外来观念性困境 的研究范畴。观念性困境并不必 

然导致物质性困境，但是却会增加物质性困境发生的概率，因此，在杨原和 

孙学峰看来 ，合法性问题是和制衡规避策略相联系的。 

另外，在关于中国崛起的合法性问题上，周方银和孙学峰都敏锐地发现 

东亚地区对于中国新身份的认可障碍：一方面，东亚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 

国；另一方面，中国在能力和意愿上暂时都不能向东亚提供安全保障。更多 

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基本认可了安全上靠美国和经济上靠中国的二元结 

构。这种境遇本身就体现了合法性身份认可的撕裂—— 只有在经济领域被认 

可。④ 就 目前来看 ，外来的观念性 困境暂时并未给中国崛起带来过多的显性 

干扰，但是它却有可能在将来使中国的和平崛起迟迟无法完成最后的 “临门 

一 脚”。而孙学峰所描述的 “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 日益崛起 中的中国 

协调 ，共同塑造地区规则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⑨ 这一新 自由主义蓝 图，短 

期内在东亚地区的诸多敏感问题 中 (尤其是重大安全 问题 ，比如朝核问题和 

领土争端问题)可能尚难成真。 

上述学者从身份认可和观念形成的角度，借中国的身份合法化问题指出 

了崛起国所面临的外来 观念性 困境，是对现实 主义物质性 困境 的一种延伸 ，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亚历山大 ·温特 (Alexander Wendt)的结构建 构主义 

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① 杨原 、孙学峰 ：《崛起国合法化 的策略 与制衡 规避 》，载 《国际政 治科学 》201o年第 3期 ， 

第 5页。 

② 孙学峰 ：《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第 66页。 

③ 杨原、孙学峰：《崛起国合法化的策略与制衡规避》，第 7页。 

④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 《当代亚太》2012年第 5 

期，第 1O～1 6页；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第 109～112页。 

⑤ 孙学峰 ：《中国崛起困境 ：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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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内生物质性困境的研究 ：战略资源的透支 

无论是出于理性考虑还是激情追求 ，大 国在崛起过程 中面临的内生物质 

性困境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困境的问题载体是崛起大国的战略 

透支问题 。所谓战略透支是指 “一国战略资源消耗超过 了实现当前战略 目标 

所必须 的程度 ，做了力所不能及或费力不得好的战略或战术选择”。① 从 战略 

透支的形成和防范来讲，其 中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会产生战略透 

支?第二，如何防范或缓解战略透支? 

在对有关 中国 的战略透 支 问题 研究 中，安 德鲁 ·斯科 贝尔 (Andrew 

Scobel1)为中国所面临的外来物质性困境演绎出内生物质性成因。他认为， 

多年来 “被压迫国”的情感经历使中国很难感受到自身崛起给外部世界造成 

的震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 “被压迫国终于翻身”的体验使中国极易陷入 

对于权力声誉的追求，进而过分地牺牲其他 目标而专注于物质实力发展所带 

来的 “国家 自尊”，最终导致在安全 困境 中应对不暇 ，陷入战略透支。② 这种 

内生困境是一种由 “唯物质论”、“唯优势论”与 “唯权力论”所引发 的战略 

失调，其中，国家战略目标表面上看仅仅是侧重物质实力发展，而本质上却 

是以消耗国家元气与发展潜力为代价的 “慢性 自杀” (这也是苏联从称霸到 

解体的历史教训)。但是，斯科贝尔还没有彻底摆脱外来物质性困境的思路， 

只是指出了外来物质性压力的一种内部成因。 

即便对于中国崛起十分乐观的马丁 ·雅克 (Martin Jacques)也指出了 

中国有可能因为不恰当的战略安排而导致国内出现失控 的局面。他认为 ，如 

果中国进行过度的外向型扩张战略而忽视国内民生和就业问题 ，将会使 国内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丧失发展潜力 ，更兼 目前高速发展所带来 的资源和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巨大隐患，这些都需要中国适当考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 

及国家对外战略，形成一种 “低速高质”的发展模式。③雅克在物质层面就 

国内发展模式而非 国际安全形势讨论 中国的崛起问题 ，主要是基于他对 中国 

应对外部危机的信心—— 在他看来 ，中国崛起的最大对手正是 中国 自己。 

① 高程 ：《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 “战略透支”问题探析》，载 《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 3期， 

第 49页。 

② Andrew Scobell，“Learning to Rise Peacefully?China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1．21，No．76，2012，PP．715—720． 

③ 马丁 ·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 

版社 2010年版，第 13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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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将有可能造成战略透支的原因归结于对经济手段的过分依赖 以及对 

非经济手段的运用能力不足。一方面，她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惯于使用经济手 

段处理国际关系所存在的隐患，“继续过度依赖经济让利和承担国际责任的 

方式谋求 良好关系和国际政治地位 ，可能出现透支 中国经济能力和战略资源 

的风险”；①更为严重的后果是 “导致周边国家试图摆脱或降低与中国的不对 

称经济依赖关系”。②另一方面，她还指出了中国目前在高级政治领域的投入 

与产出的不对称性 ，物质实力无法充分转化为施加影响的能力，从 而导致外 

交努力事倍功半。③这两种导致战略资源投入与目标实现效果不匹配的原因 

都会直接引发物质崛起迟滞 ，甚至使实力受到根本性伤害而得不到逆 向补 

充，造成战略透支。就此 ，她提出了政治干涉 、军事威慑和经济手段并用 的 

综合崛起方案。 

孙学峰对战略透支的研究 主要集 中在战略时机和战略对象的选择方面 。 

就崛起 国战略透支的成因而言 ，他认为存在两种诱 因：“一是处于超越阶段 

时主动使用武力挑战主导国核心利益，进而陷入多面作战，结果遭遇战略透 

支，崛起进程终结 ；二是处于追赶或相持阶段主动使用武力挑战主导国次核 

心利益，导致外部压力超越 自身承受能力，结果遭遇战略透支 ，崛起势头逆 

转。”④ 不难发现 ，这种战略透支的成因和结果都是 内部的，而且都是物质性 

的。其关键词是 “主动”“挑战” “主导 国”，这是 出于对物质实力 的 自信而 

产生的战略躁进 ，只能通过 自我管控避免物质性伤害 。 

相比之下 ，时殷弘对于战略透支的研究更为宏观 ，他通过历史研究抽象 

出了战略内在平衡 (战略透支的反面)的概念，认为 “战略失衡” (即战略 

透支)的表现为 “人不敷出，乃至在最糟情况下资源耗竭 ，能力耗竭”。⑨ 这 

进一步说明战略透支是内生物质性困境的集中体现。对此，时殷弘引用了大 

量中国古代道家思想 ，提倡保持 “战略冲动与战略审慎之间的平衡”，尤其 

指出 “中国在最近三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 ‘新战场 ’或 

① 高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 “战略透支”问题探析》，第 5I页。 

② 同上 ，第 52页。 

③ 同上 ，第 53～54页。 

④ 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崛起国战略透支》，载 《战略决策研究》20i 7年第 3期，第40页。 

⑤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载 《外 

交评论》2Ol5年第 6期 ，第 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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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短期内是能够定胜负的”。①这值得战略界从内 

生物质性 困境 的角度防微杜渐 。 

上述学者的审慎态度与忧患意识使大国崛起困境的成因从结构层次回归 

到国内层次。以战略透支为焦点，他们普遍对战略目标的设立限度，或者战 

略资源在单位时间内的过度投放提出了警示，并立足中国实际，对物质实力 

转变为战略能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战略困境进行了深刻剖析。至此，对战略 

困境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外转 内。 

(四)对于内生观念性困境的研究 ：缺少 内容 

目前，前三种困境都得到了相对成熟的关注和分析，甚至其各自承载的 

问题也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和解决，但是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存在的内 

生观念性困境却并未得到深入和系统的研究，甚至没有得到广泛关注。这种 

忽视似乎印证了社会科学中这样一个事实，“正像存在具有容易被人忘却的 

倾向，人的存在也有一种本来就有的按照海德格尔所说的沉沦的倾向”。② 

目前 比较具有暗示性 的研究成果来 自人性现实主义以及文化现实主义， 

但是两者既不成熟也不直接。汉斯 ·摩根索 (Hans J．Morgenthau)提出的 

人性现实主义将战争 的根源归结 于好 战的人性，他提 出的 “现实主义六原 

则”中的前两条 ，即政治根植于人性 ，利益介定乎权力 ，③ 已经提供 了相 当 

的暗示——政治活动中的一切幸与不幸，都是人性 的产物 ，虽然无法证伪 ， 

却也无法避免。因此，大国崛起困境最深刻却显性的根源至少应该与人性中 

的观念有直接关系 。这种猜想似乎带有某种宿命色彩 ，但是 ，似乎难以将人 

的观念和人性的内容一一对应 ，人性是否作用于观念更加无从谈起 ，大国崛 

起 的内生观念性 困境也就无从探索。 

另一种尝试来 自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现 实主义。江 

忆恩将战略文化定义为 “一套有机完整的符号 系统 (即论证结构、语言、类 

比、隐喻等)，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用的概 

念，以及将这些概念套以合法性光环以使战略偏好看起来具有独特的现实性 

①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第 65页。 

② 赫伯特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第537页。 

③ 汉斯 ·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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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性 ，从而建立起普遍和持久的大战略偏好”。①这个所谓的 “符号系统”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战争环境秩序的基本假设，即关于战争在人 

类事务中的作用 (是偏离常规 的还是不可避免 的)；关 于敌人及其威胁 的性 

质 (是零和性的还是非零和性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效用 (即关于控制结果 

与消除威胁的能力 ，以及关于使用武力在何种条件下是有用的)。” “第二部 

分包括更具体操作性的假设 ，它涉及针对上述三个 问题 的解答 中所定 义的威 

胁环境 ，选择哪些应对的战略最为有效 。”② 由此，对于大战略偏好 的选择就 

集中在对第一部分三个问题的回答。这种理论固然尊重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无论国家选择进攻、防守或求和，其选择本身没有好坏，更不必然带 

来祸福。虽然战略文化是内生的，且作用于观念，但也无法与对应的战略困 

境相绑定。 

具有更大启示性的相关研究来 自爱德华 ·弗雷德曼 (Edward Friedman)。 

他认为，尽管中国崛起是中国主动接受世界规则的社会化过程，④但是，随着 

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中国在观念层面有可能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回到传 

统 “东亚朝贡体系”的倾向。④这一研究为内生观念性困境建立了一种比较 

合理的生成模式 ，即 “一个原本具有理性的国家发生了理性偏离”，在他 的 

研究中，中国接受并融人世界规则是理性 ，而产生民族主义或者回归 “只存 

在于理想中的东亚朝贡体系”是一种对理性的偏离。 

然而 ，上述对于内生观念性困境的探讨既不直接亦不系统，更重要的是 

没有明确提出内生观念性困境的承载问题 。这就为起于内部 、作用于观念的 

崛起困境研究提供了空间。 

二、问题的提 出和理论假设的建立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认为，要构建完整的大国崛起 困境光谱 ，就必须以具体问题承载内 

① 江忆恩 ：《文化现 实主义 ：中国历史上 的战略文化与大战 略》，朱中博 、郭树 勇译 ，人 民出 

版社 2015年版，第 39～4O页。 

② 同上，第 41页。 

③ Edward Friedman，“China’S Rise，Asia’S Future”，Journal 0， 5￡Asia Studies，Vo1．6， 

No．76，2012，P．291． 

④ Ibid．， PP．290，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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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观念性困境研究。在这种困境中，“内生”意味着战略主体并未与外部主 

体进行物质或观念互动 (否则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外来困境)，“我”既是施力 

者，也是受力者；“观念性”意味着战略主体的作用对象是 自己的观念和身 

份。两者结合来看，内生观念性困境主要来 自对自我进行的身份建构。表面 

上看，由于身份建构来 自不同主体间的关系性互动，“自我”和 “建构”似 

乎存在矛盾，但是，在实力转型有可能引发的身份转型中，“现在的我”与 

“过去的我”之间在时间上而非空间上的互动仍然提供了身份重构的实践空 

间，且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维度来看，“个体力图维持或提高其 自尊——他 

们力图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① 因此，内生观念性困境是 “自我面壁”的产 

物，其内涵是在实力崛起背景下 (实力崛起之前可能处于身份动荡状态)， 

战略主体对 自我身份进行了不恰 当重构，这种重构会产生身份压力 ，而身份 

压力又会作用于现实政策 。既然是 “建构”，“其概念和内容可能既非历史 中 

发生的事 ，亦非现实中发生 的事”；② 既然是 “重构”，其产生 的身份压力便 

最有可能集中表现为对 “前身份”下制定的原理性战略的否定和偏离。 

自我身份重构— 身份压力— 战略偏 离 

图 1 身份压力位置示 意图 

结合历史观察，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为什么高速崛起的大国会突然 

偏离原来 的理性战略而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 目标?需要 区分的是 ，在内生 

物质性困境 中，原战略即为非理性战略 ；而在 内生观念性困境 中，并非不存 

在理性战略，而是发生了对理性战略的偏离 ，这更 凸显了观念与身份压力的 

作用。 

(二)假设的提 出 

假设 1：自我身份重构所产生的身份压力区间与原理性战略的偏离程度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这里需要界定理性战略与自我身份建构的定义。第一，理性战略的具体 

内容可能多种多样，但是在特征层面却具有相对一致性。普遍而言，理性战 

略至少应具备三种核心特征：(1)阶段性，即围绕战略目的设置合理的阶段 

① 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载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1期，第 52页。 

② John Gerard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52， No．4， 1998， P．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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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战略目标 ， “凡属带有要照顾各 方面和各阶段 的性质 的，都是 战争 的全 

局”，① 战略执行要有章可循，实力发展要循序渐进；(2)时机性，即主动将 

自身发展与环境变化相匹配，在最正确的时间，最大效力地发挥力量，以推 

动战略实现 ，这也是对 《孙子兵法》所谓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 

准确诠释 ；(3)整合性 ，即针对不同阶段的战略 目标 以及最终 的战略 目的， 

对其他战略主体进行符合战略需要的敌友关系整合，这也符合毛泽东 “团结 

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首先解决主要矛盾”的战略思想。因此，理性战略可 

以被定义为一种实施阶段分 明、爆发 时机准确、关系整合灵活的资源使用 

规划 。 

第二 ，自我身份建构应处于某种身份区间之内，而身份必然处于某种成 

对出现的关系之中。因此，自我身份建构的核心内容涉及 “自我与他人关系 

的性质”，这是自我身份建构的关系背景。这种关系性质的两个极端分别是 

“项羽式”和 “刘邦式”②的自我认知——前者认为 “我外皆敌”，即使 “我” 

以外的战略主体数量大于一，对于 “项羽式”的自我认知也没有任何战略意 

义，因为其存在唯我独尊，无亲无友，无论他者之间的关系为何，“我”是 

“所有他者”的敌人。后者则认为 “我外皆人”，至少在 “我”以外战略主体 

数量大于一的情况 下，可 以进行 敌友 区分 ，而且应 该尽量 维系更 多盟友 ， 

“我”是众 “人”之一 ，而 “人”这一中性存在是可敌可友的。@ 

就 “我与他人关 系的性质 ”所 产生 的敌意感 受或者说 身份压 力而言 ， 

“项羽式”建构明显大于 “刘邦式”建构。这就推导出了假设 2的具体 内容。 

假设 2：在大 国因实力上升 而进 行的 自我身份重 构中，越倾 向于认 为 

“我外皆敌”，越容易发生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 ，追求新生 的孤立战略 目标 ， 

进而造成实力 的无谓消耗 ；反之 ，越倾 向于认为 “我外 皆人”，则越容易坚 

持原理性战略，抵制战略诱惑 ，实现持续崛起 。具体如图 2所示 。 

①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75页。 

② 历史上，项羽将 自己视为其他所有诸侯之敌，同时忽略了其他诸侯之间的敌对关系；刘邦 

则认为所有诸侯的身份都是可敌可友，积极利用了离间、结盟、中立等灵活手段整合对外关系。 

③ 之所以没有把 “我外皆友”，甚至 “我外皆亲”这种 自我身份建构作为区间的另一个端点， 

是因为至少在国家或主权概念盛行的时代，这过于违反常规，甚至明显超越了人类 (或人性)目前 

所处的历史阶段。本文认为，“我外皆人”是自我身份建构的友好极限，他者可敌可友已经是主权时 

代 (或准主权时代)中身份建构的最大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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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战略下高速崛起 +自我身份重构 =战略偏离程度 

“项羽”式／“刘邦”式 高／低 

图 2 理论假设变量关 系示意 图 

这种变量关系假设符合 自我身份建构区间与理性 战略特征的逻辑对应关 

系。“项羽式”的自我身份建构以 “我外皆敌”为特征。首先，这容易使战 

略主体因产生巨大的敌意感受而模糊自卫与进攻的边界，使战略的阶段性设 

计受到严重的心理干扰；其次，这容易使战略主体忽略其他战略主体之间的 

矛盾 ，将其视为铁板一块 ，进而将 战略设定 为对 “所有他者”的蚕食或者鲸 

吞，而错失有可能利用的 “不同他者”的敌对关系，使战略的时机性和整合 

性荡然无存 ；最后 ，由于这种 自我身份建构 根本不存在战略关 系的整合空 

间，很容易使战略决策者滑 向 “物质实力 总决战” 的极端心态。相反 ，“刘 

邦式”的自我身份建构以 “我外皆人”为特征 。首先 ，这将战略设计置于一 

个更为宽松的心理环境里，较小的身份压力会使战略设计者更为从容，也更 

容易浮现并重视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其次，这将战略对象视为各 自具有主观 

能动性的不同利益主体 ，“寻隙而动”成为理智的战略选项 ，对 于战略时机 

的把握成为题中之义；最后，这也为战略整合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甚至使整 

合性成为维持战略大局以及实现战略目的之必需，这种整合性又间接支援了 

理性战略的阶段性和时机性 。 

可以通过案例研究 中的最相似 (most—similar)方法对这两大假设进行 

对比研究。如果存在两个大国，它们都实现了高速崛起，在高速崛起之前都 

制定了理性大战略，在高速崛起之后都面对战略诱惑 (即新生的孤立战略 目 

标)，而随后 出现 的战略失控程度不 同，即对于原理性战略的偏离程度不 同， 

则两个大国在战略困境中的不同之处即为导致其战略偏离程度不同的原因： 

(1)如果这两个大国所面临的外部物质性压力 、外部观念性压力 以及内部物 

质性压力相类似，且观察发现其内生观念性压力不同，则可以确定不同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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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份 重构 是 导致 其 战 略偏 离 程度 不 同 的原 因，① 则 假设 1得 以验 证 。 

(2)同时，在考察两个大 国各 自的身份 重构内容中，亦可对假设 2进行验 

证 。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 假设 验证 方法 

是否高速 是否制定理性 是否 面对 是否处于 是否发生 国家 

崛起 大战略 战略诱 惑 相似 “压力场” 大战略偏离 

外来物质 是 

外来观念 是 
A 是 是 是 是 

内生物质 是 

内生观念 “项羽”式 

外来物质 是 

外来观念 是 
B 是 是 是 否 

内生物质 是 

内生观念 “刘邦”式 

三、案例研究：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的比较研究 

“由于国际关系事实的发生与演进有着非常复杂 的过程 ，研究者即使亲 

l临其境，也不可能进行完整而全面的观察，因此从研究角度所讲的 ‘观察’， 

虽然包括直接的所见所闻，但多数情况是指问接地阅读 记述 国际关系事实的 

文本。”②在下文的案例研究中，对于文本的使用可能存在不可避免的主观解 

读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了解史实全貌的基础上，对于具体战略进行把 

① 这里有必要区分战略调整和战略偏离 的区别 ：两者 的分界线在 于是否破坏 了战略逻辑 的连 

贯性，以及是否具备战略变动的必要性。战略调整仍然保持着完整且连贯的逻辑链条，并且是在具 

体情况发生意外变化，不宜僵化处理时，针对具体细节进行的权益之变，即使战略 目标产生变化也 

是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战略 目的的实现 ，且不存 在孤立 的 目标调整 。但 是 ，战略偏离 则置大 战略的整 

体逻辑于不顾，在没有必要进行战略变动时擅自变动战略目标，使之前的战略努力功亏一篑，并使 

之后的战略行动丧失逻辑支持。尽管战略偏离不必然意味着亡国级别的严重后果，但至少会导致实 

力的无谓消耗，乃至丧失崛起势头，这完全符合战略困境的结果区间。 

② 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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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和推演。 

(一 )关于 “古中今外”历史经验的可通约性说明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会发现，在很多王朝的衰落时期，均出现了类似于欧 

洲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中多个权力中心并立的局面。中国古代的这些多个权力 

中心处于准主权国家状态，至少已经符合 “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主权特 

征——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还是东汉末年的群雄并起，这些地 

方权力集团都可以 自行处置 内部事务 ，绕过当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各行其 

是 ，至少是产生了自主决定 “是否服从名义权威”的选择 区间。大部分情况 

下，割据诸侯虽然在普通事务和大义名分上，仍然对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保持 

尊重，但在与自身核心利益相关的事务中却并不被更高权力所左右；在对外 

关系中它们相互承认彼此的权力地位，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国际关系准则。 

“它们拥有独立的军队，管理着固定的领土和人 口，有 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力 ， 

能独立地制定各 自的内外政策 ，在它们之上 ，并无一个能控制和指挥它们活 

动的上层结构和超国家权威，”“即使用现在的主权国家来衡量，它们也完全 

合乎国家的定义。”① 因此，诸侯割据体系可以与主权国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 

相互通约。 

有可能对两者通约造成障碍的是另外两个问题：(1)主权不可分割而诸 

侯可被灭亡；(2)主权国家体系下的 “国际关系”概念产生于 1648年之后， 

而中国的诸侯割据体系大多存在于 1648年之前。但是，这两者所造成的障 

碍多存 于主观的概念界定而非客观的现实政治层面。第一 ，主权不 可分割不 

等于主权可以永存。主权必须以政治为载体，实体灭亡之后，主权 自然消 

失，割据诸侯的可消灭性和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并不矛盾。事实上，即使在一 

战和二战之后，欧洲也都出现了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生成或消亡，主权 自然 

随之生灭 (而未分割)。第二 ，“国际关系”在客观上发生于多个权力中心互 

动之后 ，而不必须发生于某个历史事件之后 。 “所谓 国际关 系发端于欧洲三 

十年战争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说法并不准确”，②一是因为在此之前已 

经存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二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不过是地区性系统， 

远称不上当时的国际社会体系。因此，无论从中国古代分裂时期的地方权力 

① 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 《国际政治研究》 

2005年第 1期，第 17页。 

② 同上 ，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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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主权 国家之间的可通约性 ，还是从这些权力中心之间关系与国际关系 

之间的可通约性来看 ，都不妨碍将中国古代分裂时期的国内格局最大限度地 

视为国际格局 ，并对其所反映出的国际关系规律加 以借鉴。 

分析一种政治现象，其 目的是寻找出政治现象背后 的深刻成因和普遍原 

理，并为与该现象相关 的战略行为注入更 多理性 。这是一种从具体历史到普 

遍原理，再从普遍原理到具体现实的过程。以下将选取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 

蜀汉集团和江东集团的崛起过程作为样本进行 比较研究 ，原因在于 ：(1)这 

两个权力集团的崛起背景相似 ，都是在短期 内实现 了高速崛起 ，都制定了理 

性大战略，且在崛起过程中都面临着战略诱惑。(2)蜀汉集团在崛起的巅峰 

时刻突然偏离原理性战略，丧失 了崛起势头 ；而江东集 团则始终保持崛起态 

势，成为魏蜀吴三 国中存在 时间最长 的国家，两大集团 的战略结果差异甚 

大。(3)两大权力集团崛起过程 中面临的大部分困境压力类型相似，值得探 

索其困境压力类型与内容的不同之处。 

(二)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的崛起背景比较 

首先 ，两大集团都实现了高速崛起。 

1．蜀汉集团 (早期为刘备集团)的崛起过程是在较短时问内完成的，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转战中原阶段。刘备集团先后投靠公孙瓒与袁绍作 战，投靠 

陶谦与吕布作战，投靠曹操与 吕布作战 ，投靠曹操与袁术作战，投靠袁绍与 

曹操作战，投靠刘表与曹操作战。① 在这一阶段，刘备集团不仅缺失战略 目 

的，而且战略手段仅限于力保生存的简单结盟 。 

第二阶段为赤壁之战阶段。赤壁之战前 ，刘备集团发生 了命运转折一⋯⋯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 ，并提 出 “隆 中对”战略。这 一战略可 以分 为四个步 

骤 ：跨有荆益两州——待天下有变 (等待过程中内修政务 ，外结孙权)—— 

益州主力进攻秦川I方 向，荆州兵进攻宛 洛方 向——统一天下 ，成 就霸业 。② 

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迈出 “隆中对”战略的第一步，通过南征荆襄 四郡完 

成了对荆州的统一 。⑧ 

第三阶段为迅猛发展阶段 ，在此阶段 ，刘备集 团迎来战略机遇 ，刘璋邀 

① 陈寿：《三 国志 》，李润英编校 ，岳麓书辛t 2005年版 ，第 587～590页。 

② 同上，第 614～615页。 

③ 同上．第 5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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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刘备入川，蜀中精英张松、法正为刘备占有益州提供了战略便利 (包括战 

术准备和战争借口)，刘备军围困成都，刘璋投降，刘备集团完成了 “隆中 

对”战略的第一步 ，跨有荆益。此后在经历 了与东吴的短暂龃龉后 ，刘备集 

团开始攻略汉中并最终战胜曹操军，成为 占有 大半荆州 (与东吴瓜分荆州)、 

益州和汉中的三极之一 ，刘备称汉 中王。① 

从黄巾起义开始至称汉中王的短短三十六年间，刘备完成了从安喜尉到 

汉中王的转变，刘备集团也迅速崛起为实质上的蜀汉集团 (称帝稍晚)，且 

仍然处于上升状态。 

2．江东集团作为准大国的地方权力中心也实现了高速崛起 

在前孙权时代，②继孙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奠定了江东雏形之后，孙 

权接任江东之主，又多轮扩张了东吴基业，从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 

战前，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孙权实现了以下政绩 ： “镇抚 山越 (南部山 

地民族)，讨不从命”；平定上饶地区，建县管辖；攻破黄祖 (军阀)，平定 

六县；@ 至刘备称王前的建安十九年，收复了半个荆州 ；建安二十 四年夷 陵 

之战前，偷袭关羽，收复整个荆州。至此，江东集团崛起至巅峰状态。即使 

在夷陵之战后，荆州也大体处于江东集团的控制之下或直接威慑之下。孙权 

从 “深险之地犹未尽从”的领会稽太守，④成为实质上拥有独立王国的吴王。 

在孙权执政前期的十九年中 ，江东集团无论在地域 、人 口、资源等硬实力方 

面，还是政治合法性等软实力方面，都完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质变，应该 

说 ，其崛起速度甚至远超蜀汉集团，且综合实力并不逊色于后者 。 

其次，两大集团都拥有理性战略规划。 

1．蜀汉集团的 “隆中对”战略是理性战略的集中体现 

诸葛亮制定的 “隆中对”战略清晰地体现 了理性 战略 的阶段性 、时机性 

以及整合性 。第一 ， “隆中对”战略强调 统一天下 的军事 阶段性 ：占据荆 

州一进取益州一两路北伐。这是战略方向明确，后来也被证明是具体可行的 

军事规划，一改刘备集 团在转战中原阶段的盲动状态 。 “隆中对”战略前半 

① 陈寿：《三国志》，第 593～596页。 

② 孙权执政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以夷陵之战为分界，之前为吴国的创业守业时期，之后主要 

为孙权称帝后吴国的内乱时期，本文以研究对外战略为主，因此观察范围仅限于前孙权时代。 

③ 陈寿 ：《三国志》，第 749～750页。 

④ 同上 ，第 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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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成功充分印证了战略 目的和战略 目标 的区别和联系 ：“战略 目的是一定 

时期 内国家在 国际社会中运用 国家实力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 而 “战略 目 

标是一段时期 内在 国际社 会中为维护 国家利益 的安全而要达到 的全局性结 

果 ，但不一定是最终结果”。② 战略 目的要通过完成逻辑完整的各阶段性战略 

目标得以实现。 

第二，“隆中对”战略的关键节点在于把握时机。“待天下有变”是完成 

军事战略的必要政治前提。事实上，蜀汉集团后来急转直下的重要原 因在于 

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时候开始运作军事统一 。这里的 “变”既包括战略对手出 

现失误之举的迅猛变化，也包括天下人心向背发生的缓慢变化。总之，要等 

到战略环境阻力最小 、战略机遇利益最大的时候才能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第三，“隆中对”战略有非常明确的关系整合方案。具体来说就是 “联 

孙抗曹”——无论是在实力层面还是在合法性层面，联合孙权都是必须，至 

少要让其保持中立。在赤壁之战前后 ，孙刘联盟的配合大体流畅，直到刘备 

称王，情况才有所变化。有观点认为，“在多极体系中，国家越容易受到攻 

击，就越倾向于无条件结盟并且在危难中竭尽全力保护盟友”，④ 借此推论， 

随着刘备集团的 日益安全 ，孙刘联盟也 日趋松动甚至反 目，直到蜀汉权势再 

次脆弱，孙刘联盟才再次恢复。但即使这一规律存在，它至少在敌对／友好 

程度方面仍然给战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留出了整合空问。 

2．江东集团的 “观衅”战略是 “隆中对”战略的前身 

江东集团弱小时期理性战略的确定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鲁肃 

在孙权继承兄位之初制定的 “以南统北”战略 ，该战略建立在 “汉室不可复 

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假设之上 ，分为三步—— 鼎足江东 ，等待时机一进伐 

刘表，占据长江一建号帝王 ，统一天下。④ 这是一个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 

现实主义战略。但是，形势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鲁肃的规划进行，在完成了战 

略的第一步之后 ，刘表去世 ，刘备集团在 “隆中对”战略的指导下于荆襄一 

带迅速崛起，于是鲁肃迅速修正其 “以南统北”战略为 “鼎足三分”战略。 

① 周丕启：《国家大战略：目标与途径》，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 1O期，第 46页。 

② 同上 ，第 47页。 

③ 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44，No．2， 1990，P．144． 

④ 陈寿 ：《三国志》，第 85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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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江东集团大战略的第二阶段，试图利用刘备制衡曹操，而非吞并刘备， 

甚至在刘备 “求都督荆州”的时候，鲁肃 “劝权借之，共据曹公”，原因是 

“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安抚之。多操之敌， 

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①可见，此时江东集团的大战略已经由米尔斯海默 

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蜕变成为肯尼思 ·华尔兹式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整体而 

言 ，经过修正 ，江东的理性大战略可 以被概括为 ：巩固江东基业；利用刘备 

制衡曹操；等待曹刘自相吞并，进取天下。可见，这同样是阶段性 (巩固一 

联合一进取)、时机性 (等待曹刘自相吞并)和整合性 (联合刘备)并存的 

理性战略。 

再次，两大集团在崛起之后都面临巨大战略诱惑。 

1．蜀汉集团在刘备称汉中王之前后出现提前北伐的战略诱惑 

战略诱惑的本质是在我方实力或能力远超对方的情况下涌现出的孤立战 

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不从属于任何整体战略规划。在刘备称王之前，几乎 

是在战略防御而非进攻中获得了汉 中，曹军远道而来 ，刘军据 险而守 ，在刘 

备 “终不交锋，积月不拔”的情况下 ， “曹公果 引军还 ，先主遂有汉 中”。② 

这说明，曹魏集团的实力和能力在此时都在急剧下降，以北伐为最后战略阶 

段的 “隆中对”战略似乎过于保守，跳过诸多步骤直接进攻曹魏成为此时蜀 

汉集团面对的巨大战略诱惑。 

2．江东集团高速崛起过程中主要出现过三次战略诱惑 

第一次战略诱惑出现在赤壁之战后，曹操战败，退还北方 (此时刘备集 

团羽翼未丰)。第二次战略诱惑出现在刘备称王前后，在曹操以刘备为主要 

战略对手的背景下 ，中原一带出现了严重的实力真空，江东集 团获得 了局部 

的实力优势。第三次战略诱惑 出现在夷陵之战后 ，陆逊率军打败蜀汉入侵 ， 

“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江东集团有能力逆江而上。③甚至后来在诸葛亮北 

伐期间 ，江东集团也始终坐拥 “离岸平衡手”的超脱地位 ，蜀和魏在某种程 

度上都对其存在着战略诱惑。 

综上所述，蜀汉与江东两大权力集团的崛起背景几乎相同，都是在理性 

大战略的指导下完成的物质实力的迅速崛起，且在崛起过程中都出现了追求 

① 陈寿：《三国志》，第 854页。 

② 同上，第 596页。 

◎ 同上，第 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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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孤立战略 目标的机会 。 

(三)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的战略偏离比较 

1．实力崛起的蜀汉集团迅速严重偏离原理性战略 

自刘备称汉中王后，蜀汉集 团在战略 目标层 面开始迅速偏离 “隆中对” 

的战略设计。首先是关羽北伐。表面上看，关羽从荆州北伐是 “隆中对”战 

略的战术执行 ，并未追求孤立的新生战略 目标 ，但实际上 ，关羽北伐与 “隆 

中对”战略的第三步有本质差异。第一，两者的进攻方向有本质区别。“隆 

中对”战略中北伐的主要方向是长安方向，由益州主力完成 ，宛洛方向只是 

策应配合 ；而关羽北伐则以宛洛为主攻方 向，且没有旁路配合。第二 ，两者 

的政治性质有本质区别。“隆中对”战略中军事行动的前提是 “天下有变”， 

北伐的性质是讨逆；而关羽北伐时的政治格局没有变化，汉献帝仍然是名义 

上的天下共主，北伐 的性质是 军事吞并。第 三，两者 的攻击 节奏有本质 区 

别。“隆中对”战略要求两路夹击 ，将手指握成拳头锤击 ；而关羽北伐仅此 

一 路 ，是伸出手指戳击。因此 ，关羽北伐在本质上是蜀汉集团在实力膨胀的 

基础上，以樊城和许 昌地区为新生战略 目标展开的孤立军事行动 ，是对 “隆 

中对”战略的严重偏离。同时，关羽北伐极大地刺激了曹孙两大集 团对蜀汉 

集团的制衡冲动，最终在曹操与孙权集 团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荆州丢失 ，这 

更是严重破坏了 “隆中对”战略的地缘政治基础。 

关羽北伐失败后 ，刘备 随 即称 帝，开 始着手吞 并东 吴。【lj也许是 由于 

“在危机中，决策者更容易以固执 的坚持维护某种并不存在 的未来声誉”， 

蜀汉集团迅速调集几乎所有实力资 源，对同为三极之一的江东集 团展开攻 

击，最终在犹亭为陆议 (即陆逊)所败，③蜀汉集团就此元气大伤，崛起势 

头急转直下。如果说关羽北伐与 “隆中对”战略所规划的战略方向尚有重合 

① 有一种说法认为 ，刘备 东征 的 目的是 为关 羽报仇 ，证据 是 《i围志 》中 《先主传 》记 载， 

“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 ，将东征”。笔者认 为，为关羽报 仇只能是 次要原 因，或 者说是可 以宣之于 r] 

的原 因，而真正的 目的则不可告人 ，那 就是改变 了 “隆中对”战 略。关羽是在 曹孙双方 的夹击下 灭 

亡的，如果单纯要为关羽报仇，应该同时东征和北伐；如果要继承关羽遗志，则应该继续北伐，可 

见东征孙权的情绪化原因背后是有一定的战略考虑的。举全国之力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既不符合 

刘备这种政治人物的性格特点 ，也不符合 报仇本 身的人情事理 。 

② Douglas M．Gibler，“The Cost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lion”，Jo“rH“f『J， 

Conflict Resolution，Vo1．52，No．3，2008，P．426． 

③ 陈 寿：《三 国志 》，第 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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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刘备东征则是对 “隆中对”战略的彻底背叛，它在 “天下无变”的情 

况下，擅 自将矛头对准了更大的孤立战略目标，而且造成的后果比关羽北伐 

更加严重。首先 ，它直接导致蜀汉集团的有生力量遭到实质性损失 ；其次 ， 

吴蜀相争的结果使三极格局变成 “吴蜀两弱 ，魏 国独强”的战略格局 ，这对 

于缺少战略纵深的蜀国而言尤为不利；最后，刘备在战后身亡，这使蜀国的 

领导核心从绝对权威的创业者 (刘备)变成了相对权威的加盟者 (诸葛亮)， 

蜀国内部政局出现裂痕 (后来李严开始对抗诸葛亮)。这三者对于 “隆中对” 

战略的执行基础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尽管在关羽北伐和刘备东征后，吴蜀再次修好，但是蜀国的实力资源已 

经根本不足以支撑原 “隆中对”战略的执行。在后先主时代，不论诸葛亮出 

斜谷道，出散关 ，还是出祁山北伐，都无法用战术的智慧扭转战略的被动， 

至诸葛亮身死军中，①“隆中对”战略宣告彻底失败，蜀国从战略进攻转人战 

略防守，国运逆转 ，进入亡国前夜。 

2．江东集团对战略诱惑的成功抵制 

在面对三次主要战略诱惑时，江东集团都能将大战略始终保持在原理性 

战略的框架之内。赤壁之战后 ，第一次战略诱 惑出现 ，孙权派兵北上围攻合 

肥，这明显偏离了 “利用刘备集团制衡曹操集团”的战略规划，转而 “自攻 

曹操”。但是，在时间超过一个月而没有攻下的情况下，孙权立即引军退回， 

没有走上关羽 的败亡之路 ，而此时 的曹操 刚刚 由荆州赶 回中原 ，援军 “未 

至，权退”， 这说明，退兵是孙权进行战略反思后的主动行为。刘备称王前 

后，第二次战略诱惑出现，在曹操以刘备为主要战略对手的背景下，孙权再 

次试图征讨合肥 ，但出师不利 ，孙权没有陷入僵持 ，再次主动撤退 ，甚至随 

后立即向曹操请降，“誓重结婚”。③夷陵之战后，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 

略诱惑出现，但是江东集团仍然保持了极大的战略克制，不但没有乘胜追 

击，反而派出辅义中郎将级别的高级官员张温与战败的蜀国重修旧好，④依 

然使吴国的大战略保持在 “借刘制曹”的轨道上，因为 “江南政权必须依靠 

巴蜀，上游可靠，下游克始偏安。长江虽称天堑，难防顺流而下。孙吴与蜀 

陈寿：《三国志》，第 624页。 

同上 ，第 750页。 

同上 ，第 752页。 

同上 ，第 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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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 ，始能巩固”。0 大胜之后仍能如此清醒是江东集团战略理性的最佳表现。 

对于这些战略诱惑的成功抵制使吴国成为魏蜀吴三国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 

(魏国曹氏被司马氏篡位后，吴国依然存在，最终为晋国而非魏国所灭)。 

(四)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的困境压力比较 

崛起背景的相似与战略结果的不同说明，丧失崛起势头的蜀汉集 团势必 

陷入了某种或某些江东集团不曾陷入的困境。通过对比考察可以发现，导致 

蜀汉集团急转直下 的是内生观念性 困境 。 

首先，两大集 团的崛起都始终面临强大的外来物质性压力。 

蜀汉集团 (前期为刘备集团)在崛起的各个阶段都受到严重的进攻性现 

实主义威胁 。在转战中原 阶段 ，刘备集团面对来 自各个方 向的物质性压力 ， 

“刘备从光和七年黄巾起义爆发拉起队伍 ，到建安五年南归刘表 ，十七 、八 

年的时间里，先后 (被迫)依附邹靖、公孙瓒、袁绍、刘表等人 ，见利益而 

背弃旧主 ，谋发展而投靠新君”，② 其朝秦暮楚的转战过程也是其不断躲避物 

质压力的过程。在赤壁之战阶段 ，刘备集 团几乎被曹操集团整体消灭 ，即使 

在孙刘结盟实现后，来 自曹操集团的物质性压力也并未消减 ，赤壁之战的胜 

利只是暂时缓和了这种压力。在迅猛发展阶段，刘备集团成长为蜀汉集团， 

但是仍然面对曹操进攻汉中、孙权趁机分割荆州等外来物质性压力。从这个 

角度讲，蜀汉集团的崛起过程就是不断对抗外来物质性压力 的过程 ，对物质 

性压力的反作用力成就了蜀汉集团的崛起 。 

江东集 团的崛起过程也始终面临严重的外来物质性压力 。尽管江东集团 

崛起十分迅速 ，但是从孙策时代开始就面临着袁术 、刘表、陶谦等实力军阀 

的严峻威胁 。随着这些军阀的消亡，进入孙权 时代后 ，江东集团的外来物质 

性压力有所缓解 ，但是统一北方的曹操又立刻对其形成了新 的物质性压力。 

尽管赤壁之战的胜利缓解了这种压力 ，但即便如此，孙权也不得不向下游地 

区迁都建业 以躲避曹魏的进攻锋芒 。④ 而后 ，蜀汉集 团的迅猛崛起又对江东 

集团形成了来 自西方的物质性压力，甚至爆发 了对赌 国运式的夷陵之战。战 

胜西部强敌之后 ，北方的物质性压力再次强盛 ，曹丕治下 的魏 国多次南征 ， 

① 周一 良：《魏晋南北朝札记》，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lO3页 。 

② 秦进才 ：《从 枭雄到蜀汉 皇帝—— 刘备 的人 生经历 》，载 《邢 台学院学报 》2008年第 l期 

第 52页 。 

③ 吕思勉 ：《三国史话》，辽宁教育 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oo～1O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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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曹丕时代结束，才稍有缓和。尽管在整个前孙权时代，江东集团最终都 

能转危为安，但是其完全没有经历过势如破竹式的顺境扩张心态，经历更多 

的是在逆境 中保全生存的被动经验 。 

其次，两大集团的崛起都面临强大 的外来观念性压力 。 

对于蜀汉集团而言，刘备的皇亲身份是其对抗曹操的最大合法性来源， 

即使到了朱熹的时代，仍然认为 “曹操 自是贼，既不可从。孙权又是两间底 

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从之”。① 但是这一身份受到了多重削弱。首 

先，汉室中央政府从未明文赋予刘备讨逆的职权。尽管有 “衣带诏”等传 

闻 ，但是在远离中枢的天下人看来 ，刘备的抗曹之举确属对抗 中央政府 。曹 

操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十分明确的合法身份，即使是皇亲，不得天子 

明文而兴兵与战，从法理上讲，亦属叛乱。其次，即使 “衣带诏”确实出自 

汉帝之手 (此处存疑)，刘备的态度也十分暖昧，并未据此而行。“先主未出 

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 承辞 ‘受帝衣带 中密诏 ，当诛 曹公 ’。先主未发”。② 

这说明 “衣带诏”未必真的出 自汉帝之手 ，且刘备并未接诏 。最后 ，给刘备 

合法性身份造成实质性打击的是刘备称帝。刘备称帝发生在曹丕接受汉室禅 

让之后。魏代汉是在合法禅让的情况下完成的，汉朝已经 自行宣布破产，即 

使刘备不承认这种禅让，也应该继续奉献帝为皇帝，而不是自己称帝。如果 

承认禅让，则汉室的正统性已经属于魏国，称帝等于分裂天下；如果不承认 

禅让，在汉献帝本人还活着的情况下，称帝等于叛逆。这种外来观念性压力 

伴随着刘备一生，也伴随着蜀汉集团始终。 

对于江东集团而言，尽管其从未主动追求正统的合法性身份，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其不存在合法性困境。早在赤壁之战前，曹操就进行了充分的合法 

性准备，包括 “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③ 而 

后才举兵南下，江东集团在对抗北方的合法性地位问题上处于严重劣势，这 

也是江东文官集团主降的重要依据——以地方对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 

及至曹丕、刘备相继称帝，江东集团在合法性问题上处于新旧两大合法性观 

念的夹缝之中——向刘则曹魏受汉之禅让，向曹则蜀汉有刘姓之便。即使到 

孙权称帝，也难以摆脱这种外来观念性压力的尴尬，甚至其开元年号也是从 

① 杨静静：《朱熹蜀汉正统论》，载 《宜春学院学报》2012年第 l期，第 96页。 

② 陈寿：《三国志》，第 588～589页。 

③ 同上 ，第 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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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之黄初与蜀之章武各取一字 ，称为 “黄武”。作为严重依赖江东士族的外 

来政权 ，孙氏之江东集团在合法性问题上只能左右逢源、问于齐楚。 

再次，两大集 团的崛起都不存在内生物质性压力 。 

两大集团各自都具有与自身实力以及资源投放相匹配的理性战略，且在 

崛起过程的前期都顺利执行 ，对此前文 已论 ，此处不再赘述 。需要进一步说 

明的是 ，蜀汉 集 团 的实力 受损 并 非 内生 物质性 困境 的表 现，原 因在 于 ： 

(1)“隆中对”战略对于每一个战略阶段的拐点都有清晰描述，等待拐点出 

现的时间正是储备战略资源与政治优势的时机 ，它极力避免在短时问内过度 

投放战略资源，或者严重依赖某一种战略手段所引发的战略透支出现 。 (2) 

在蜀汉集团的理性战略与实力受损之间存在一个战略偏离的过程，这个偏离 

的原因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 。(3)内生物质性 困境中，物质损失是战略规划 

的直接后果 ；而在蜀汉集团案例 中，战略损失是某种原因作用于原理性战略 

之后的间接后果 。因此 ，内生物质性困境无法解释蜀汉集 团大战略的失败 ， 

而江东集团更是未曾出现明显的内生物质性 困境 。 

最后 ，在相对崛起之后，蜀汉集 团面临 的内生观念性压力 比江东集 团 

更大 。 

1．蜀汉集团的 “项羽式”自我重构 

随着实力的爆发式增长 ，蜀汉集 团对 自我身份进 行了 “项羽式”重构 ， 

这既体现在决策层面 ，也体现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 中央 ，蜀汉 

集 团的决策者都把江东和曹魏两大集团同时视为敌人。 

在地方上，刘备称王之后，关羽一反之前 “东和北据”的 “隆中对”方 

针 ，决定 “东据北伐”。先是 “绝孙”：孙权 遣使与关羽联姻 ，关羽不仅拒 

绝，而且侮辱使臣，导致孙权在外交上迅速倒向北方，(1)应该说，关羽对孙 

刘联盟的破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后 “绝曹”：《三 国志》中没有记载关 

羽北伐是否是奉命而动 ，但是在 《先 主传 》中有 “拔魏延为都督 ，镇汉 中。 

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 (擒)于禁于樊”的记载。④《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通常会采用并列记录的方式叙述某些独立事件以表现两者的关系，或递进， 

或因果 ，或对 比，以此含蓄地表达 自己的态度。从这条记录中可以看 出，魏 

延镇守汉 中是奉命而行 ，而紧接着一个 “时”字已经足以说 明，关羽北伐是 

① 陈寿：《三国志》，第 635页。 

② 同上 ，第 598页 。 

54 一一 



高速崛起大国的 “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 口 

擅自行动，没有得到中央政权的军事命令。但可堪玩味的是，如此重大的战 

略层面的军事擅动为何没有被蜀汉高层制止?最为合理的推测是，“我外皆 

敌”的身份重构已经在蜀汉集团内部完成，关羽在观念中认为这种北伐行 

为，甚至 “绝孙”行为都是不需要请示的合理合法行为。 “既然都是敌人， 

自然都要讨伐；既然都要讨伐，自然都是敌人”的循环论证在蜀汉集团的自 

我身份重构中已经 占据主导地位。 

在中央 ，关 羽北伐 失败后 ，刘备彻 底抛弃 “隆 中对”战 略，改关 羽的 

“东据北伐”为 “东伐北据”，这与 “隆中对”战略再无一丝重合之处。于 

是，蜀汉集团先是 “绝曹”：在曹丕代汉称帝后，刘备迅速称帝，且定国号 

为蜀汉，这等于宣布与曹魏势不两立。后是 “绝孙”：除了蜀国乃至吴国个 

别重臣劝阻，刘备东征之举基本没有面对激烈的内部反对 (诸葛亮也仅仅表 

示不悦，并没有以 “隆中对”的战略大义责之)。①如前文分析，刘备东征的 

战略选择已经是对 “隆中对”战略的彻底背叛，但是刘备作为发起人之一， 

在执行该战略多年后，不可能完全丧失对其的战略记忆。最为合理的推测就 

是，蜀汉集团在蜀吴关系中已经完成了身份重构，尤其是 “吕蒙偷袭荆州、 

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彻底破裂”之后 ，② 加上之前 “穷则两助、利则两 图， 

有利则取之、无利则弃之，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在吴、蜀之间一直存在”，③ 

其重构结果必然是 “江东集团是蜀汉最稳定的敌人和最严 重的威胁”，于是 

选择性忽视了对 “隆中对”战略主攻方向和主攻对象的偏离，以及 “待天下 

有变”这一过程中 “联孙抗曹”的外交设计。更重要 的是 ，为收复荆州 与江 

东开战所要付出的实力代价似乎也没有在东征战略的考虑范围内，不可否 

认 ，“作为战略要冲的荆州 ，其最终的归属 自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④ 但 

是 即使成功收复荆州 ，甚至吞并江东 ，如果惨胜犹败 ，蜀汉集团的大战略也 

会 因无力与北方决战而彻底失败 ，甚至导致亡国级别的严重后果。这一切反 

常考虑似乎只能以身份重构而不能以理性计算解释。 

这里有必要对两个问题进行说明：第一 ，追求新生的战略 目标可否被视 

为战略目的不变基础上的战略调整?比如，如果关羽北伐或者刘备东征胜 

朱绍侯：《刘备东征孙吴诸葛亮为何不谏阻》，载 《南都学坛》2016年第2期，第 15～16页。 

孙启祥：《论孙刘联盟》，载 《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 4期，第 38页。 

同上 ，第 39页 。 

党天正：《诸葛亮荆州战略刍议》，载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 6期，第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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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是否可视其为蜀汉集团的新战略?毕竞胜利才是最终 目标。笔者认为 ， 

关羽北伐和刘备东征不 可能取得 战略上的胜利。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在置 

“隆中对”战略的整体逻辑于不顾的情况下，不待 “天下有变”这一关键拐 

点 出现而追逐孤立的战略 目标，即使在战术层面取得 了胜利 ，在战略层面也 

难以持久。从本质上讲，这些行动完全恢复了刘备转战中原阶段的行为风 

格，属于战略盲动，即使偶有胜利，也必将在战略上无所作为，对于实现最 

终统一天下的战略 目的百害而无一利。 

第二，偏离原理性战略是否一定导致亡国级别的严重后果?这一问题不 

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但是在实力不足时制定的战略通常相对审慎、周密、 

务实 ，即更为理性 (需 要通过 战略规划 弥补 实力不足 )，因此 ，对原 战略 

(实力不足时制定的大战略)的偏离一般都意味着因实力挥霍而导致的由盛 

转衰，这至少增加了亡国级别严重后果出现的概率。关羽北伐和刘备东征使 

“隆中对”战略执行的实力基础遭到毁灭性 打击 ，这虽然与蜀汉亡 国之间没 

有必然联系，但确实增加了亡国的概率，并且毫无争议地成为蜀汉亡国的战 

略起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诸葛亮不去穷尽国力北伐，也许蜀汉不至 

于亡国。但事实上 ，蜀 国后来 民少地狭 ，如果不以攻为守，与其他两 国相 

比，相对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大 ，只可能亡国更快 ，而非更慢 。历史上，蜀国 

正是在停止攻势之后，旋即亡国。归根到底，蜀汉的崛起势头是在追求新生 

的孤立战略 目标的过程中丧失的。 

2．江东集团的 “刘邦式”自我重构 

前孙权时代的江东集团在物质实力崛起 的同时也在 自我身份重构 中保持 

并强化了 “刘邦式”身份认知。这集中表现为外交战略上决策和实践的灵活 

应对。 

在赤壁之战前后，江东集团已经基本实现了物质实力崛起，但在身份关 

系重构中仍然保持着 “我外皆人”的身份认知，将包括本集团在内的权力中 

心都视为 “可敌可友”的动态存在 。当曹魏集 团表现出强烈 的进攻性时 ，江 

东集团坚决 “联刘抗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战果；在蜀汉集团进攻性 

上升时，孙权又主动遣赵咨使魏，向曹丕称臣，①实现了 “联曹据刘”。夷陵 

之战后 ，蜀汉集团的崛起态 势急转直下 ，而曹丕多次南征 ，江东集团再次 

① 陈寿：《三国志》，第 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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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刘抗曹”。表面上看，这些外交行动都是国际结构的制衡作用使然，但是 

从蜀汉集团的表现来看，国际结构的外因势必通过某种内因发挥作用，而江 

东集团的内因就是基于 “刘邦式”自我身份重构下对于原理性大战略的坚 

持。之所以将江东集团的观念称为 “重构”，除了物质实力上升后身份随之 

变化之外 ，还因为在崛起之初 ，江东集团也出现过 “项羽式” 自我身份认知 

的倾向。尤其是周瑜的名言 “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 

虎”，① 明确揭示了江东集团早期的 “项羽式”自我身份认知。但是在周瑜死 

后，孙权为减轻江东集团的身份压力，迅速转向 “刘邦式”的身份建构，以 

“我外皆人”为出发点，在历次危机中打破重重阻力，灵活应对，使江东集 

团免于战略僵化，始终维持在鲁肃制定的理性战略轨道之上。事实上，随着 

诸葛亮北伐的不断展开，“坐待曹刘互相吞并”的战略计划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得以实现。“曹刘矛盾”始终是三国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以至于到后 

孙权时代，曹刘之中仍然没有一方再起全面吞吴之心，这是江东集团在较小 

的身份压力下坚守理性战略的胜利结果。 

四、比较研究的初步结论 

(一 )假设验证的初步结论 

通过对蜀汉和江东两大权力集团崛起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本文提出的 

两大假设基本得到证实。第一，自我身份重构所产生的身份压力区间与原理 

性战略的偏离程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崛起背景相似的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 

都面临强大的外来物质性和观念性压力，且在原理性战略下都没有产生内生 

物质性压力。但是 ，蜀汉集 团发生 了严重的理性战略偏离 ，而江东集 团始终 

保持在原理性战略 的发展轨道上，这足 以说 明是 内生观念性压力发挥 了决定 

性作用 ，而根据内生观念性 困境的定义 ，这种压力主要源于对 自我身份在关 

系中的建构 。 

第二，在大国因实力上升而进行的自我身份重构中，越倾向于认为 “我 

外皆敌”，越容易发生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进 

而造成实力的无谓消耗；反之，越倾向于认为 “我外皆人”，则越容易坚持 

① 陈寿：《三国志》，第 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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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性战略 ，抵制战略诱惑 ，实现持续崛起。 “项羽式”的身份重构明显会 

比 “刘邦式”的身份重构产生更为强大的身份压力，表现为因自我身份建构 

而感受到的敌意对原理性战略的反向推动力。蜀汉集团 “项羽式”身份重构 

所产生的巨大身份压力迅速推动其偏离 了富有 阶段性 、时机性和整合性的 

“隆中对”战略，产生了亡国级别的严重后果；而江东集团 “刘邦式”身份 

重构所产生的身份压力较小，虽然在个别时期对理性大战略产生过动摇，但 

是整体而言，江东集团的 “观衅”战略贯穿始终。 

(二 )主导身份重构倾向的可能性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关注内生观念性 困境 的具体成因 (自我身份重构)、具体表现 

(战略失控)和相关作用机制 (身份压力)。自我身份重构倾向的成因属于 

“原因的原因”，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但是可以根据前文的历史分析做}}{ 

一 些可能性指向，留待更多学者做进一步研究。 

1．可能性原因之一：最高决策者的个人经历 

刘备与孙权的个人经历，尤其是政治经历差异甚大 。刘备的权力的获得 

方向是自下而上，“以织席贩履为业的刘备却凭借 ‘折而不挠，败而不倒’ 

的精神，屡次与命运抗争，摆脱命运的束缚”，①且在其六分之五的人生中始 

终面临个人与集团的生存问题 。这样的个人经历势必使刘备对于危险更加敏 

感 (他在战乱中多次成功逃亡 的经历足以印证)，也对环境抱有更大 的警惕 

甚至敌意 ，更容易将本人和本集团视为孤立无援 ，视众人和他 国为敌 。尤其 

是在 “实现超我 ‘兴复汉室 ’的伟大理想后 ，刘备被胜利 的喜悦 冲 昏了头 

脑，失去 了一个王者应该具备的理智 ，不再 如以前那样谨小慎微 ，对本我也 

不再有意识地压制，本我冲破束缚进入意识领域，压抑已久的本我释放过 

度”。② 反观孙权 的权力 的获得方 向是 自上 而下 ，在继 承了父兄基业 的情况 

下，他 的经历主要是治理 已经非常强大 的东吴 。实力带来的是战略选择权 ， 

因此 ，“孙权在政治战略格局中，既有原则性 ，又有灵活性 。制定方针政策 ，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因事制异，对症下药”，③这是集团实力成就的安全感与 

灵活性。两位最高决策者不同的个人经历可能给各 自集团的身份建构奠定 了 

① 孙彩霞：《本我与超我的失衡～ 一从心理传记学角度分析刘备的人生悲剧》，载 《心理技术 

与应用》2014年第 8期，第 57页。 

② 同上 ，第 58页 。 

③ 赵权英：《试探守业之雄⋯一 孙权》，载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Ol3年第 4期，第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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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基调。 

2．可能性原 因之二 ：集团内部组织形式 

刘备集团主要采用魅力型管理的松散组织形式。由于创业过程中人才稀 

缺，必须～人多用，且一用到底，直到蜀汉建国之后，仍然保持了这种 “魅 

力管理，各 自负责”的组织形式，这就导致管理权威和战略意志容易分散。 

关羽北伐就是蜀汉集 团内部权威分散的表现 ，其擅 自行动 固然是 自我身份重 

构的结果，但也是组织管理失效的反映——鉴于关羽的历史功绩、荆州方面 

最高决策者的职位，以及与刘备的兄弟关系，蜀汉集团高层才会对这种英雄 

式 的 “单刀赴会”默不作声。“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将领 ，骄横跋扈、 

目空一切，不要说蜀中一般的将吏不放在眼里，即便对主公刘备亦时有怨懑 

之辞”，④他本人甚至并不认为最高层的首肯是自己行动的前提，于是一意孤 

行且毫无阻碍地贯彻了个人的战略意志。这说明，蜀汉集团在高速崛起后未 

及建立从上至下的权力意志贯彻体系，致使实力的使用无法集中，战略诱惑 

得 以乘虚而入。 

反观江东集团则不然 ，其权力集中稳定 ，战略意志统一。与蜀汉集 团不 

同，江东集团中功劳巨大 (与孙策开疆拓土)、职位超然 (军事主管)、关系 

亲近 (孙策的连襟、孙权亲家)的周瑜早亡，从组织角度来说，这十分有利 

于江东集团权力的集 中与稳定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 ，性格 高傲且才华卓越 

的周瑜已经显示出与原理性战略相悖的倾向，并与孙权发生了严重的战略分 

歧。首先，周瑜并不重视刘备对曹操的制衡价值。周瑜认为，刘备 “必非久 

屈为人用者”，建议孙权用或软或硬的方式剪除刘备集团，②这与 “利用刘备 

制衡曹操”的战略规划完全偏离，孙权为规避独 自面对曹操的局面拒绝了这 

一 建议。⑧ 而后，周瑜不满江东的防御状态 ，希望攻击蜀地甚至更远的汉中。 

这更是打破了鲁肃第二阶段的战略规划 ，试 图开展军事 冒险。史书记载 “权 

许之”， 但是性格审慎的孙权在 同意之中想必有被迫的成分，甚至不排除是 

在被威胁的情况下 “许之”的，而巧合的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 

朱子彦：《蜀汉失荆州再认识》，载 《探索与争鸣》2Ol2年第 12期 ，第99页。 

陈寿 ：《三国志》，第 849页。 

同上，第 850页。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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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病卒，时年三十六”，①周瑜刚在途中病死，孙权便即刻调军还吴， 这也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向西攻击并非孙权本意 。但是如果周瑜没有病死 ，江东集 

团能否保证权力的集 中稳定以及战略意志的统一 ，犹未可知。以周瑜之死为 

标志 ，江东集团有欲望或能力分散战略意志的人物消亡殆尽 ，从而始终保持 

着以孙权为核心的战略克制 。 

3．可能性原因之三 ：地缘环境的影响 

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几乎立即出现曹操对北面汉中的威胁以及孙权对东 

面荆州的索取 ，益州主体的北大门与东大 门同时告警 。虽然蜀地艰险，但其 

外围地区都前凸于敌境 ，势力孤危，而一旦外 围地区如汉中、荆卅I失守 ，则 

蜀地危矣。从这个角度讲，蜀汉集团 “多米诺骨牌”式的地缘状况严重削弱 

了其安全感，且在刘备集团转变为蜀汉集团之后以新身份与外界的第一次接 

触便凸显了这种地缘危机中所蕴含的敌意，恶性的 “皆敌”建构被启动。 

反观江东集团则不然，其地缘范围大体被长江 主流和支流包围 ，这在古 

代冷兵器时代是绝佳的防御性地利 条件 ，也是会逐渐消磨进攻性 的地理条 

件 。长期被长江保护的江东集团对长江以北和以西 的世界抱有一种既 自负又 

自卑 的感情，自负来 自于安全 ，自卑来 自于未知 ，而安全使人幻想 ，未知使 

人恐惧 ，幻想和恐惧恰好使江东免于被某一种僵化 的身份建构所主导 。但是 

从客观上讲 ，“观衅”战略中没有对 “曹刘不战”，或者 “曹刘之中一家独 

大”的情况提出预案，这也是鲁肃战略设计的致命缺陷——过于被动。在这 

样的地理环境的长时间保护下 ，在江东君 臣的心理上， “等待” 已经从 战略 

手段演变成了战略目的。甚至到了后孙权时代，吴国既没有在诸葛亮北伐的 

时候配合蜀国同时出兵 ，也没有在蜀汉即将亡国的时候醒悟唇亡齿寒 的道 

理。这固然没有使江东集团因战略诱惑产生战略偏离 ，但是也没有使其以开 

放的心态抓住战略机遇。 

五、“蜀汉困境"的战略启示 

从假设的提出和验证过程可以发现 ，大国崛起过程中存在一种 内生观念 

性的 “蜀汉困境”。从具体历史的角度讲， “蜀汉困境”主要指按照 “隆中 

① 陈寿：《三国志》，第850页。 

②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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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略迅速崛起的蜀汉集团在达到崛起巅峰 (刘备称汉中王)时，突然偏 

离原理性战略，分别以许昌和东吴为新的孤立战略目标展开进攻，造成实力 

消耗过巨，无力执行原理性战略，最终导致崛起势头的丧失 。 

从普遍原理的角度讲，“蜀汉困境”可以被拆解成两层含义，也是两个 

过程：第一层含义是大国高速崛起过程中会进行新的自我认知，这种 自我认 

知是一种 内生的身份重构。第二层含义是在这种 自我身份重构 中，大国越倾 

向于认为 “我外皆敌”，则身份压力越大，越容易因战略诱惑而偏离原理性 

战略，增加战略失控的风险，乃至最终丧失崛起势头。 

因此，“蜀汉困境”主要关注这样的大国：(1)高速崛起；(2)拥有理 

性发展战略；(3)处于自我身份重构的关键时期；(4)有可能或者已经出现 

“项羽式”身份重构倾向和对原理性战略偏离的趋势。2010年之后的中国正 

是符合这 四种特征的和平崛起大 国。 

第一，中国正在经历着高速崛起。邓小平时代开启了智能、资本和信息 

从政府流向社会的进程，使中国的社会资源配合全球化进程持续优化配置， 

实现了软硬实力的高速崛起。从国家硬实力看，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美国经济总量 的相对差距越来 

越小。同时，“尽管解放军技术和作战指挥水平与美军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解放军高层更多倾向于使用威慑和非武力方式实现战略目标，但中美军事差 

距正在逐步缩 小，未 来 5～ 15年 ，美 国在亚 洲 的综合 军事 优势 将不 断下 

降”。①从软实力来看，一方面，中国在既有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与参与度均 

有大幅提升，中国 “全面而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使得现有国际机制朝向有 

利于中国的方 向发展 ，为 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战略谋划创造 适宜 的国际空 

间”；②另一方面，中国主动创建了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如 “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以及 “主场外交”的积极开展，使 

中国的软实力进入 了在具体议题 中发挥作用 的新阶段 ，在包含投资 、贸易 、 

网络治理、人文交流等在内的全方位议题领域都有积极参与与重要表态。总 

体而言，中国正在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巨大的重塑性影响，其和平崛起战略 

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功 。 

① 陈瑜、周磊、袁帅： 《2Ol5年外国智库关于中国军事议题的评述》，载 《中国军事科学》 

2o16年第 1期，第 148页。 

②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 2期，第 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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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国制定 了相对理性 的国家大战略 。2O世纪 90年代，邓小平提 

出 “韬光养晦”的国家战略原则 ，“实行 ‘韬光 养晦’政策 的 目的并不是放 

弃发展 ，而是采取了另一种 不同的发展方式 ，是一种 ‘以退为进 ’式 的发 

展”。① 如何具体落实 “韬光养晦”战略原则，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 (1)巾 

国的战略目的是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集中表现为人民幸福 ；(2)为实现 

战略 目的，就要消除或延缓外部矛盾的激化 ，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3 9在 

国内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外部矛盾会从战略层面减少，进而与国家崛起形 

成良性循环 ，这符合中国自古以来 “战胜于朝廷”的政治哲学。可以说，这三 

个层面的战略规划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和平崛起的基本战略指南。 

第三，中国已经进入 自我身份重构期。随着实力地位 的改变，中国正处 

于至少三种身份的转型过程之 中：一是从地区性大国转型为全球性大国；二 

是从经济崛起大国转型为全面崛起大国；三是从规则受益 国转 型为规则贡献 

国。这其中不仅要面对国际社会对本国新身份 的承认问题 ，更重要的是 自我 

身份建构问题。“如果不理解 自我 ，尤其是 自我与他者 的关系 ，就无法理解 

自我利益”，④ 将 自身置于国际关系中所进行的 自我认知是中国崛起的精神起 

点 ，也是对中国战略定力的考验。 

第四，中国或将 出现 “项羽式” 自我身份重构 以及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 

倾向。目前的中国与蜀汉或江东集 团崛起前期所面临的情境相似——外来物 

质性与观念性压力双强。一方面 ，“美 国开始更多地插手亚洲事务，在中国 

与邻国的纠纷中美国站在其盟国一方 ，积极谋求限制 中国军力的发展，施压 

人民币升值，企图从各个方面来遏制中国的崛起”，⑧ 美国及其盟 国即使在相 

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下也从未放弃对 中国进行合作性施压。④ 另一方面 ，“美国 

不仅把美式 民主视为其 自身霸权正义性的依据 ，更将其视为别 国政权合法性 

的标识”，@从而不断在合法性层面向中国施压 ，试图在观念层面塑造有利于 

维系 自身霸权的中国形象 。但中国面临的内生物质性压力 尚小，尽管 已经涌 

现出大量新的阶段性战略目标 ，但是整体而言 尚未 出现与战略 目的相悖 ，或 

①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一 一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 《当代亚太》2Ol1 

年第 5期 ，第 1o页 。 

② 亚历山大 ·温特 ：《国际政治 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f̈版社 2000年版 ，第 282页。 

③ 段晓蕊：《论美国对 中国崛起的认知》，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o15年第 2期 ，第 88页。 

④ 王帆 ：《美 国的东亚政策》，社 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 2O16年版 ，第 51页。 

⑤ 张一飞：《默式博弈视角下美 国对华 战略探析》，载 《新战略研究 》2o17年第 1期 ，第 82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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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耗 国力的迹象 。因此，这正是最需要警惕 内生观念性困境 的时机。中 

美在东亚地区的紧张竞争局面、东北亚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国与东南亚、南 

亚等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的矛盾等问题的爆发式出现，值得中国对于自我身份 

重构中可能存在的认知死角进行反思。 

“蜀汉困境”的战略启示正是针对 “此时的”、“这样的”中国而言。要 

规避高速崛起中的内生观念性困境，减少不必要的身份压力，中国必须克服 

由主观和客观情况造成 的观念性 困难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战略层面做 

到三个 “主义”的统一 。 

一 是战略偏好上的和平主义。尽管 “当代中国外交决策者始终认为，一 

个大体符合国际正义标准的国际政治秩序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 

这一秩序应当以平等正义为前提，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建立相互信任、和 

平共处的国家关系为 目标”，① 但是，就战略偏好的 自我建构而言 ，中国仍需 

针对许多具体问题与 自己进行观念上的思考与对话，这是减轻身份压力的 

开始 。 

十八大以来 ，中国对外战略的主题 内容 大概分为三个方向：一是 “和平 

发展”(统摄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 

和平主题)；二是 “合作共赢”(统摄 “一带一路”倡议 ，“正确义利观”等 

发展主题)；三是 “弘扬 中国梦”(统摄 “总体安全观”，“人类命运共 同体”， 

“国际关系民主化”等 中国与世界关系主题)。就战略方向而言 ，这些 内容完 

全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 ，体现 了中国战略偏好的和平主义性质 ， 

甚至在 “刘邦式” 自我建构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领衔 “文王式”或 

者 “康德式”的自我身份重构。②但是，这三个方向至少尚有五点进行进一 

步自我对话的空间：第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衰有何区别； 

第二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 目的 (而非 目标 )是什么 ；第三，合作共赢在大 

多数零和博弈中何 以成为可能；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是否包 括非友好国 

家；第五，如何处理 “韬光养晦”和 “有所作为”的关系。尤其是在国家尚未 

彻底完成统一的情况下，“中国最重要的战略遗产就是对于国家身份的统一性 

① 王存刚：《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正义理念》，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 1O期，第 97页。 

② 历史上，周文王毫无保留地向其他部落和国家分享技术与战利品，获得了当时中原社会的 

一 致支持，形成了以互利合作为特征的良性关系循环；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理论中所提到的 “康德文 

化”也是这样一种有别于 “霍布斯文化”与 “洛克文化”的、更为和谐的国际关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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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寻求统一是中华文明的战略灵魂”，① 而统一的方式则是反映中国战略偏 

好的重大参考。中国的世界角色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战 

略偏好的和平性和自洽性是自我身份建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的情感基础。 

二是战略规划 中的人文主义 。从战略角度来说 ，对人文主义 的重视集中 

体现在承认并认知每一个国际战略主体身份的多面性和可塑性。理论的简约 

性不应该代替现实的复杂性 。以西方现实主义理论 为代表，国际关系体系被 

描述成一个由无数 “项羽式” 国家组成 的 “黑暗森林”，这容易给决策者留 

下因过于简化而产生的错误印象⋯ “他人即地狱”。但事实上，即使不认 

同建构主义指 出的无政府社会文化的可建构性 ，也必须要考虑不 同文化的具 

体特征 ，并把这种具体特征而非简约的现实主义图谱作为制定战略规划的依 

据。这种人文主义战略观才能产生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做到具体对象具体分 

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避免 因个人 或制度 因素 陷入 “项 羽式” 的 自我认 

知，这是减轻身份压力的过程。 

就文化传统而言 ，中国战略规划的人文主义特征强于美 国。美国战略规 

划中人文主义的缺乏主要源于其西方哲学 “二元对立”的人文传统 ，试图用 

一 种文化改造 世界，它也许 承认 世界 的多样性却不 打算接受 这种多样性 。 

“美国战略思维的三大支点是 ：普世价值的利益观 ，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冲 

突斗争的方法论”，② 其呈现方式是 以霸权手段对不符合美国价值观和制度标 

准的国家进行改造。然而，世界多极化趋势带来的对文明和价值多样性的追 

求，以及伴随多样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所产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条件， 

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有益成分，冲突型战略文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世界各国的发展需求 。作为有着 “和而不同”文化传统的崛起大 国，中国要 

以推动国际政治多元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 以及国际资源开放化为己任。秉承 

战略人文主义，在战略规划 中承认 、接受和融人世界的复杂性是避免进行极 

端化 自我身份建构的理性基础。 

三是战略执行中的现实主义 。战略规划的人文主义可以帮助 中国认识到 

世界不是铁板一块，这也为在现实主义指导下执行理性战略提供了策略空 

间。理性战略的整合性体现为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根据国家利益，灵活地处理 

① Andrew Scobell， Ch 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 ay 2002， P．11． 

② 张一飞：《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分析》，载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 7年第 2期，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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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身份关系，尤其不能过分夸大霸主国对全球战略环境的控制力 ，因为即使 

在单极格局中，“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并不能使霸主左右全局，小国和弱国仍然 

可以控制其独有资源并与霸主国讨价还价”，①其他大国更是拥有充分的关系治 

理空间。无论在现实主义观念中存在多少不证自明的核心假定，任何方法论层 

面的僵化都不是现实主义，因此，偏好上的和平主义和执行中的现实主义并不 

矛盾。用灵活的方法追求理性的价值，这是减轻身份压力的智慧途径。 

中国在历史上 (包括受外来侵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 “泛道德 

主义”国家 ，“道德本身具有 自己的尺度 ，而且在道德的要求下 ，有所不为 ， 

它不是讲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讲 ‘善’的最大化”，②这种偏好明显不符合主 

权国家体系的现实情况。但是，在战略方法论层面，又必须严格警惕在 自我 

身份重构中出现矫枉过正。所谓的 “泛道德主义”是指 “将道德意识越位扩 

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 (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 

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 

文化的表现 ，统变为服役于道德 ，和表达道德的工具”。③ 对于历史上在 “泛 

道德主义”主导下饱受欺侮的集团或国家而言，一旦在物质实力上处于优势 

地位，往往会在短时间内的身份逆转中从 “泛道德主义”极端走 向 “泛实力 

主义”极端，缺少在审慎精神下对外交艺术和道义作用的重视。柏拉图将人 

心分为理性 、欲望和激情三种成分，④ 对于一个从弱小而迅速发展强大，从 

任人轻侮而迅速受人敬畏的集团或 国家而言，物质实力既是理性 ，也是欲望 ， 

还是激情 。其中，激情 的满足可能更 为重要 ，它是 “忍辱负重”的终点 ，是 

“扬眉吐气”的资本，是 “卧薪尝胆”的奖励，是 “苦尽甘来”的曙光。历史 

上，项羽也是在 “楚虽三户”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甚至实现了 “亡秦 

必楚”，但是却由于过分迷信物质实力的作用，在内生观念性困境所产生的巨 

大身份压力中，一步步从 “天下共主”变成了 “天下共敌”。随着全球形势的 

发展变化，现实主义要 “现实”，就不必等同于进攻主义，甚至不必等于 “零 

和主义”，“我外皆敌”和 “我外 皆友”都不符合 “现实”。因此，在战略执行 

① Stephen M．W alt， “Alliance in a Unipolar W orld”，World Politics， Vo1．61， No．1， 2009， 

P．98． 

② 成中英、黄田园：《<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东方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67页 。 

③ 宫振玉；《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芋103～104页。 
④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16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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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时、因地 、因利建构和利用 “人我关系”与 “人人关系”，灵活处理结 

盟 、战和等关系实现战略 目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务实保证。 

表 3 “蜀汉困境 ”战略启 示 

战略过程 指导理念 中国现状 改进／警惕方向 

战略偏好 和平主义 、理想愿望 具 备 自洽性内省 

战略规划 人文主义 、理性认知 部分具备 防止经验和理论干扰 

战略执行 现实主义、实事求是 部分具备 防止对 “泛道德主义”矫枉过正 

六、结 语 

“蜀汉困境”是一种 由内生观念性 困境带来的大 国崛起 风险，它产牛 于 

自我身份重构 中产生的身份压力 ，体现为对原有理性战略的偏离 ，以至造成 

无谓的实力消耗 ，乃至丧失崛起势头 。随着物质实力的高速崛起 ，大国的 自 

我身份重构越偏向于 “我外 皆敌”，身份压力越 大，战略偏离 风险越高 ；而 

越偏 向于 “我外皆人”，则身份压力越小，越有利于保持原理性战略。 

作为物质实力高速崛起的大国，中国也处于 自我身份重构的关键时期，在 

防范外来物质性困境、外来观念性困境，以及内生物质性困境的同时，也要注 

重内生观念性困境的发生。在战略偏好上，要坚持和平主义，同时注意建构更 

为 自洽的和平崛起逻辑；在战略规划上，要坚持人文主 义，分辨 “人我”特 

征，防止敌我身份过度简化；在战略执行上，要坚持现实主义，积极利用 “人 

我关系”和 “人人关系”中有利于本国战略 目的实现的因素，灵活务实地排除 

内生观念性压力给现实战略操作带来的风险。“假如我们居住在一个永无变化 

的行星上 ，我们就无所作为，无所用心。假如我们居住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星球 

上，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事物，也不可能有科学这样东西。”① 规避 “蜀汉 困境” 

就是这样一个在恒定和平主义之上建立灵活现实主义机制的过程 ，这是中国 

崛起的题中之意 。在 自我身份的重构中，中国不能把 自己建构成为其他国家 

的敌人 ，更不能把 自己建构成为其他国家的主人 ，而应该视本国为具有多面 

性的国家群体中的一员，进行合理的自我管控和关系治理。 

① 卡尔 ·萨根：《神秘的宇宙》，周秋麟、吴依悌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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